我国与诺贝尔奖无缘之我见

中国古代有杰出之科学成就，何以近代科学崛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国——李约瑟

詹克明

李约瑟博士提出过一个世界级难题：“中国古代有杰出之科学成就，何以近代科学崛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国？”与之相联系的是，为什么诺贝尔奖至今仍旧与中国无缘。现仅就两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冷静客观地估计我国古代科学成就

科学与技术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两个概念。科学是探索未知世界，揭示大自然的客观规律，而技术则主要是利用已知的科学知识，解决人类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诺贝尔奖只涉及到科学中的重大问题。

如果把科学与技术分开，只就科学而言，中国古代科学从来没有真正地发达过。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堪称伟大的技术发明，但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并不能找到任何完整的学术体系和重大的科学理论。而西方从一开始就反映出追求严密体系、注重逻辑推理的理性倾向。就数学而言，在2000多年前的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的欧几里得就已写出了《几何原本》这一永垂青史的学术著作，它奠定了经典几何学的基础。这大约相当于我国古代春秋战国孟子生活的那个年代。同样也是公元前三世纪，萨摩斯岛的一位天文学家亚里斯塔克第一个提出地球在运动的理论。他发明了一种计算太阳和月亮相对距离的方法，虽然由于观测的限制，其计算结果并不正确，但这种方法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古希腊人由于在几何学方面的才能，他们那时就已经知道月食和日食的原因，并根据地球投影于月球的形状，推断出地球是一个球体。在当时还没有牛顿力学三定律的情况下伊拉托斯蒂尼就发现了估计地球大小的方法。类似的事例还有留基波和德漠克里特两人创始的《原子论》和柏拉图的《宇宙生成论》……。由于西方一向具有注重自然科学的优良传统，到了中世纪又相继产生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及其后的牛顿力学、化学元素周期表……。

中国古代则明显地偏重于实用技术，从大量的考古学发现以及明末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中记载的这些技术，如酿酒、陶瓷、染色、冶炼、造纸、火药等技术发明（特别是古代的四大发明），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点。而在基础科学和基本理论方面的建树却寥寥无几。集我国古代数学之大成的《算经十书》，其最高水准的大概要算是求解多元一次联立方程等内容，此外，还有些零星的，诸如杨辉法则、勾股定理、圆周率等。我国历史上炼丹术十分普遍，但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化学科学，更没有向化学元素周期律迈进的迹象。现在中学生所学的几何学、代数学、三角学、物理学以及化学的定理、公式、周期表就是几千年来全人类科学发现和基本理论研究的精华。但遗憾的是，这几乎全是西方科学家、哲学家的研究成果，而我们这个号称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却几乎交了白卷。甚至对《几何原本》这样一部极为重要的科学著作，我们对它也沉默了近两千年，直到明末的1606年才由徐光启与外国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15卷中的前6卷。又等了250年才由清代数学家李善兰与一名英国人补译完成。很难想像一个科学发达的国家会在近两千年中仅守着“周三径一”等简单知识，而完全不懂欧氏几何。五千年的中国历代不仅对基础科学建树甚微，而且对其还有某种习惯的轻视贬低倾向。如清代大学士倭仁就认为西方那些东西只是奇技淫巧、雕虫小技，无关大局。大学者、大书法家俞樾更认为我们应该“以拙制巧”。

这种偏重实际应用，轻视基础研究的影响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也还时有表现。且不说多次批判过“基础研究的脱离实际”，最明显的是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实在太低。李政道教授曾对比了1992年度中美两国的基础研究投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17名教授加上41名研究生、博士后，一年的纯研究经费为800万美元。而我国同年得到中国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全国6万名教授与2万名研究生的基金总额，只有近4000万美元。这只相当于美国一所大学中一个系17位教授科研经费的5倍！即使是这样，许多从事基础研究的人由于经费奇缺而面临下岗的威胁。（或许现今的一桌豪宴就可以让一个有才华的理论研究学者安心地工作上一年。中国的科学家和山区的孩子同样地需要“希望工程”。）诺贝尔奖是直接针对基础科学研究而设立的。单就科研投入这一因素来看，在本来就贫瘠的土地上过分地薄种又怎能异想天开地期望过分地丰收呢？何况历史上的中国在这方面的家底本来就是一穷二白的。

二、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

1．古代的中西方哲学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古希腊哲学家发端于自然科学。哲学家们好奇地、冷静地观察自然、思考自然，密切地关注着自然科学的进展，并从中引出具有哲理的内涵。推动大部分西方哲学家进行探索的基本动力在于加深对我们这个世界及其结构的了解，而这也正是有创见的科学家所从事的事业。几乎所有古代西方哲学家都精通数学等自然科学，其中一些最伟大的哲学家本身就是伟大的数学家，如笛卡尔、柏拉图、欧几里得，毕达哥拉斯等。因此可以说，古代西方哲学是一种典型的“自然哲学”，这些哲学家有良好的自然科学修养和严密的逻辑思维传统。这一传统甚至也影响到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而恩格斯为了写《自然辩证法》书稿，他自称花了8年时间“脱毛”，研究了当时所有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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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西方的科学家也具有重视自然哲学的优良传统。一些西方最著名的科学家，每当他们在自然科学上做出伟大成就时几乎都立即关注这些科学最新理论的哲学内涵。本世纪许多科学革命的开路人对此都写出了他们的哲学思考。爱因斯坦与玻尔（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科学本身并没有异议，但对它的哲学理解却形成了两个对立的自然哲学派别。
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注重政治伦理，轻视自然科学。许多当时的哲学家都和政治上的高层统治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成为国君的智囊或说客。如《孟子》一书中就记有“孟子见梁惠王”、“孟子见梁襄王”、“孟子见齐宣王”，以及孟子见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及齐大夫庄暴、公行子的记载。不论是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苟子还是韩非子，他们的哲学著作中都表现出强烈的参政议政色彩。他们重政治谋略，重人际关系，重道德修养，表现出浓重的政治兴趣。因此中国古代哲学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哲学”、”处世哲学”，表现出强烈地依附政治与轻视自然科学的倾向。
中西哲学在其幼年时代的分野，对今后自然科学的发展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如同轨道的分岔，一开始虽只“差之毫厘”，却注定了以后的“去之千里”。在西方，哲学与科学如同一部推车的两个轮子，相辅相成，并驾齐驱。对于未知领域，当科学不够用时，哲学思辨常常给科学提供有价值的假说；每当科学出现重大突破，又更新了人们的观念与思维方式，为哲学观与方法论的发展输送了新的养料。在中国，哲学与科学的分家不仅阻断了科学的发展，也使哲学干涸。除了春秋战国时代繁荣过一阵子，以后的两千多年再也没有辉煌过。
2．西方文化倾向于具体性、精确性，表现为严密的逻辑思维。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多表现为直观的、类比的形象思维方式，总是用一种简约的、模糊的大而笼统的寥寥数字将自然与社会一揽子地概括进去，成为任何领域、任何事物都可随意套用的“终极至理”，而且这些理论还带有某些故作玄虚的神秘色彩。

3．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
诺贝尔奖只是奖给那些对基础科学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这种“源发现”往往构成某一重要科学领域的基石。就人类的思维方式而言，一种是理性的逻辑思维，另一种是非理性的悟性思维。当一门学科处在平稳发展阶段，主要是依据逻辑思维方式扩展。而在学科面临危机，需要突破原有理论框架建立新的基石时，这时悟性思维将要起重要作用，建立全新的观念，原有的逻辑思维出现不连续的断裂，跃迁到新的理论基础，发展新的逻辑思维。这时特别需要非凡的想像力，天才的洞察力和机敏的悟性。它要求科学家摆脱旧有框架的束缚，有股强烈的“求异”意识，提出独立的新见解。爱因斯坦说过：
想像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而且是知识的源泉。严格地说：想像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
悟性是科学家的重要素质。它是一种人类独有的认识能力。当同样的科学事实摆在每一个人面前，有特殊悟性的人总是能在事物初露端倪，别人尚在五里雾中时给出独特的理解和准确的判断，悟出事物的精髓，提出振聋发聩的假说，使难题迎刃而解。这些智慧的“舍利子”、思维的“奇点”将成为科学史上永放光芒的珍宝。这种高级认识能力就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所说的“洞察”、“直觉”或者“眼光”。诺贝尔奖中有许多重大科学发现都属于此类。因此没有敢于求异的胆识是不可能实现科学上的重大突破的。
西方科学一向有着良好的“求异”传统。他们总是思维奔放，刻意出新，蕴涵着丰富的想像力和惊人的胆识。一个有着超人的想像力的年轻人，法国贵族德布罗意（L．de Broglie）在1924年提交一篇博士论文，给出了粒子可能存在物质波的天才假说，把波性引入量子论。更令人赞叹的想像力是奥地利地球物理学家魏格纳（A．L．Wegener），他只是从地图上看到大西洋两岸的海岸线，以及南美洲东岸与遥遥相对的非洲西岸的海岸线轮廓似乎可以“拼合”起来，在1912年他大胆地提出了著名的“大陆漂移说”（Theory of Continental Drift）。虽然在以后的几十年他曾为此承受了不公正的讥讽，但以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这一天才判断。如果当年中国的科学家也同样具有这种强烈的“求异”习惯，没准正电子的发现者就是中国人了。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最重视思想上的“守一”和“齐一”，要求人们重圣贤、遵古训，追随圣人遗著，以圣贤言论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这不仅不许人们自由地探索真理，更不允许读书人有独立人格与独立思维。这种大一统式的思想控制，严重地抑制了人们思维的个性化，扼杀了人的独立性、创造性和批判精神。这种传统思维的超稳定模式使得人们的思想具有趋同、定式与僵化的特征，不敢有任何越轨的大胆求异性思维。长期的思想压抑和封闭，使得人们的思维习惯于求稳、保守与不敢为天下先。而这正是科学发现之大忌。
科学家来自学校。中国过于死板的教育方式也直接关系到科学家的素质。这种教育容易扼杀学生的创造性、主动性与灵活性，束缚住学生们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与独立工作能力。而诺贝尔奖需要的正是这种超人的思考与领悟能力。教育造成的先天不足势必造成科学研究创造力的衰弱。
还应该看到新中国建立后曾多次出现过意识形态不适当地干预科学的现象。如批判摩尔根遗传学理论，批判鲍林共振论理论，批判宇宙大爆炸理论，等等。事实证明都批判错了。原来是学术上的事，科学家们自有其检验的客观标准，意识形态专家粗暴地横插一杠子，其影响极为恶劣。分子生物学从分子水平证明了摩尔根学派理论的正确性。而在我们国家里，一顿棒喝却使得这方面的研究停滞了几十年。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它是人们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科学的发展有时是会超出人们的“常理”，突破原有的思维框架。对于一个以存在为第一性的唯物主义者说来，尊重客观的科学事实乃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不能不顾科学事实死守一些先入为主的信条而对违背俗见的科学发现横加干预。须记住，往往诺贝尔奖就在其中。正确的哲学是科学家的朋友，应使科学家如虎添翼，比别人多几分见识与胆识。
与国外相比，中国科学家在素质上的差距是不大的，而差距最大的恰恰是他们所处的科学环境。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例证就是：由中国移居海外的科学家在三十几年的时间里就出了四位诺贝尔奖得主，他们是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如果再考虑到中国海外科学家的“总人口”就不难看出：这么少的“人口”，这么短的时间，居然有这么多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有谁还能否认华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呢？由此可见，之所以“境内为枳、过海为橘”，使得国内迄今仍与诺贝尔奖无缘的主要原因正是国内的科学土壤和科学环境，包括物质的、经济的、信息的、社会的、体制的、精神的诸方面的综合环境。其中有些是属于生产水平、国力的限制，而另一些就是我们自身的弱点了。这些弱点有些是该由我国传统文化负责的，而另一些则是应该由我们所处环境决定的。
有时甚至一些重大科学现象的发现者也带有非决定论特点。他们不仅不是这一领域的权威，有时甚至还是名不见经传的、非本专业的小人物。对宇宙学作出重大贡献，发现30K宇宙背景辐射的彭齐亚斯（A．A．Ponzias）和威尔逊（K．W．Wilson）竟是完全不懂宇宙学的无线电工程师，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有一种看法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时代，凭借简单的、一般性仪器设备不可能作出重大科学发现，必须要有超大型设备，投入巨额资金、有超级的综合国力才能胜任。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从历年来诺贝尔奖得主来看，许多重要发现都是在一般性仪器没备上完成的。除了过去年代放射性的发现、穆斯玻尔效应、DNA双螺旋结构测定，不久前刚刚发现的C60分子，可以说国内、国外的任何一所大学、任何一个综合性研究所都具备发现、制备、纯化、鉴定C60分子的“硬件”设备。科学首要的是头脑，其次是信息，然后才是设施。恩格斯说过：“即使在经济落后的穷国也会在哲学上产生第一小提琴手。”只要我们充分认识科学发现的非决定论特征，少参与些耗资巨大的纯属国力竞争项目，更广泛她资助基础研究领域，鼓励具有独特学术思想的研究项目，我们在科学上也会产生第一小提琴。那时就离诺贝尔奖不远了。
仍旧以一句李约瑟博士的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如果你能找到激励自己执著追求的东西，那么你就能把它干好。”（《李约瑟与中国》，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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